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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科学与民主知识的问题，牟宗三先生在沿着康德对理性的思考路径，结合佛学

中“一心二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内

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到“以仁心觉情收敛智相”，逐渐理论化、形上化。“良知坎陷说”对于传统哲

学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摒弃了五四以来形成的对于传统思想的拒斥态度，并且为弥补传

统哲学的缺陷做出了一次重要的尝试。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内部矛盾以及具

体论证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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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
losophy, Mr. Mou Zongsan proposed the “conscience trapped theory” based on Kant’s thinking path 
on reason and the “one mind, two schools” thought in Buddhism.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 trap”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ner sage - outer king” 
to “using benevolence to perceive emotions and converge wisdom”, gradually becoming theoretical 
and metaphysical. The theory of “conscience trap”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 trans-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t not only abandons th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 formed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ut also make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compensate for the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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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owever, we cannot ignor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the-
ory of “conscience trap”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specific argumen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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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五四以来，西方思想大量流入中国，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呼吁，给中国思想

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面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困境，牟宗三先生试图从中国的哲学思想出

发，从道德主体中开出认知主体，实现“良知”、“科学”与“民主”的统一。但是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实

现皆存在许多困难，因此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和发展。 

2. “坎陷”概念的起源 

“坎陷”出自《周易》，原文为“坎，陷也”，“陷，高下也”，基本意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

“陷”即是向下的意思。牟宗三先生对这一概念给出的英文是 self-negation。根据杨泽波的考察，牟宗三

先生“坎陷”概念的提出时间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它有三个基本含义：“让开一步”、“下降凝聚”

和“摄智归仁”[1]。“让开一步”是就道德的自我否定而言；“下降凝聚”是就道德的发展方向来说的。

牟宗三先生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地位[2]，他把中西文化系统的差异归结为“道德”与“认知”的偏重不

同，他坚守的仍然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所以，道德要开出民主和科学需要向下发展，而不是向上发

展；“摄智归仁”与牟宗三先生对中西文化特点的区分有关。“仁”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核心范畴，“智”

是西方文化中的重心，“道德”与“科学”、“民主”分属于这两个范畴，他要做的就是由“智的直觉”

开显出“道德主体”，进而坎陷出“认知主体”，形成一个纵深的逻辑论证体系。 
在《王阳明致良知教》第三章中，牟宗三先生区分了两个宇宙：行为之宇宙、知识之宇宙，认为前者

无法涵盖后者，所以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即“坎陷”，来确保客观知识的形成。此外，牟宗三先生还区分

了两种不同的知：认知和良知，“坎陷”是两者之间转化的中介；在《认识心批判》中，牟宗三先生的

“坎陷”思想有了更深层的含义。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外，牟宗三先生还提出了超越形上学之辩证，即道

德实践中之辩证；在外王三书中，“坎陷”概念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牟宗三先生将其明确应用于科学和

民主问题；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坎陷”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牟宗三先生在书中分析了儒家学术

的发展过程，用“坎陷至极，觉悟乃彻”来形容宋初儒学的复兴。在这里，“坎陷”意为堕落、下沉之

意，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此后，在《辟共产主义者的〈实践论〉》《秦之发展与申韩》，以及《理性之

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等文章中，牟宗三先生由精神发展曲折讲坎陷、外用、冷静等，丰富了“坎陷”概

念的内涵，使之逐渐成熟。 

3.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 

牟宗三先生以“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为志向，在吸收康德形而上学精髓

的基础上，结合佛教“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良知坎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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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康德启蒙理性的发展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与康德构建的形而上学有紧密关联。康德的启蒙即是要展现出人类健全的理

性[3]，让理性独立提出、思考问题，而不是受制于经验。牟宗三先生沿着康德开启的这一哲学理路解决

人类理性的问题，致力于实现儒者更大的人文精神理想(生活)。他把人类理性的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而

文化的疏通需要一挺立的主体，即价值主体。对价值主体的透显需要回溯到德性之源，即纯批判哲学的

思路[4]。按照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林安梧的说法，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说”是在人的自觉性、能

动性和主体性的基础说的，属于“理论的次序”。牟宗三先生认为，“良知”不只是单一的“道德实践的

主体”，也应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5]。之所以要用

“良知”坎陷出民主和科学，是防止民主与科学脱离人的理性生命后随时堕落。此外，牟宗三先生提出

“三统”并建论，认为“良知”不仅可以延续“道统”，还可以开出“学统”和“政统”。“良知”的表

现形态即是“理性的运用表现”，精神则是“综合地尽理之精神”[6]。“良知”要开出“学统”和“政

统”必须做出自我坎陷。在这个过程中，“良知”的形态转变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精神转变为“分解

的尽理之精神”。实践理性通过一“曲折”变为了思辨理性，“学统”和“政统”在此建立。 

3.2. 对“一心二门”思维方式的传承 

“良知坎陷论”的构建遵循了“以内圣之道启迪并塑造新外王之治”的理论架构，植根于佛教哲学

中的“一心二门”的思维方式。“一心二门”作为“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基础，旨在通过内心世界的双重

面向——即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的分殊与统一，来实现“内圣”向“新外王”的转化。在此框架下，“良

知坎陷”的概念可类比于《大乘起信论》所阐述的“因熏习镜”，意指真实不虚之心能如实映照世间万

象，无所遗漏。李存山在其研究中指出，“一心二门”的核心在于一心具二门，一乃心之真如本体，恒常

不变；二则心生灭流转，万法由此生灭[7]。牟宗三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提出“良知坎陷说”的存有论

架构，即一自由无限之心同时开启本体界(超越层面)与现象界(经验层面)。此“自由无限心”作为本体，

具备双重功能：“经用”意味着在智的直觉中，万物皆以其本然状态自在存在；而“权用”则是指此心通

过自我坎陷，转化为知性能力，使万物成为认知的对象。正是通过这一“自我坎陷”的过程，牟宗三先生

认为良知能够开辟出科学与民主的新领域，实现了传统哲学智慧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巧妙结合。这一过程

不仅深化了对良知本质的理解，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哲学依据。 

4. “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良知坎陷说”

首次出现，并展现出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缺少对“坎陷”的具体过程的描述[8]。此后，对“良知坎

陷说”的论述不断丰富发展。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路径贯穿

到“良知坎陷说”中，将其应用于民主与科学。在此发展阶段内，牟宗三先生肯定了科学与民主的基本

价值，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高扬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 1968 年的《心体与性体》

中，这种“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变为“存在之理–形构之理”的区分，“坎陷说”从现实层面向形而

上学的理论层面过渡。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宗三先生区分了“存在之理”和“形构之理”两个概念，

它们分别属于存有论和知识论，并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由于缺少“形构之理”未能发展出“形构之理”。因

此，要通过“存在之理”的曲折形成“形构之理”。但对于“存在之理”曲折的具体过程，牟宗三先生并

没有作出具体论证。此后，在 1969 年出版的第三卷中，“坎陷说”开始逐渐向主体回归。在这个时期，

牟宗三先生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以仁为体，以智为用，并在孔子“仁”的概念与孟子“是

非之心”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仁心觉情”收敛“智相”的观点。“仁心觉情”通过两重体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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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两次“收敛”变为“智相”：第一重体用关系发生在道德内部，由“仁心觉情”收敛为“道德上的

是非之心”；第二重体用关系发生在道德与知识理性之间，由“道德上的是非之心”收敛为“纯知识的是

非之心”。这一阶段的“坎陷说”较为完整地描述了“仁体”与“智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发生过程，但是

仍然遵循“中体西用”的模式，以“仁体性情”为出发点，没有跳出儒家的这一完满性的前提，自然也不

能充分证明“坎陷”的合理性。最后，在 1975 年的《现象与物自体》中，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

理论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时他的思想已经融通了佛学和康德的形而上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两

层存有论”，对本体界和现象界做出了区分。牟宗三先生认为“自由无限心”(智的直觉)，它开显出作为

道德主体的“知体明觉”，“知体明觉”要实现自身，就需要在感应中呈现，产生“执”，即通过自我否

定形成现象。从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理路相对于之前已经更加清晰，论证过程也更加

严谨。他的“良知坎陷说”已经不再局限于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是上升到了存有论的境界。他融

合了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与康德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使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科学理性。至此，牟宗三先生

的“良知坎陷说”已经高度理论化、形上化。 

5. “良知坎陷说”的时代价值 

对于“良知坎陷说”的意义的考察，需要回溯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在 19~20 世纪这个特殊的历史

阶段内，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冲击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和思想。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书面语言的变革，随之

而来的是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动摇[9]。在这个时期内爆发了“科玄论战”，形成了科学派和玄学派

的对峙局面，并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伴随着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贬斥心态，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

进程十分缓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性接轨的问题，牟宗三先生等在 20 世纪中期提出儒家三期

发展理论，提出儒家发展第三期的文化使命是“三统并建”，致力于从中国文化本身开出一直以来缺失

的民主与科学，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无疑是一次重生的机会。牟宗三先生被誉为“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

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水平的第一人”。他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角度，对中西文化两

个不同的系统分别区分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理性之运用的表现”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理性

之架构的表现”。这种差异使得科学与民主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而是出现在了西方文化中。由于科

学与民主并非中国文化所本有，我们要想开出科学和民主就必须走“曲折”的路，即“坎陷”，这就回到

了刚开始所说的“让开一步”、“下降凝聚”。在《政道与治道》中，牟宗三先生分别分析了道德理性与

科学知识、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肯定了科学与政治的独立性，指出道德与科学的关系是“以曲通而明”；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是“政体之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牟宗三先生在提倡道德

与民主、科学内在统一的同时，承认科学与民主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外，在良知“坎陷”

科学和民主的同时，牟宗三先生也重视道德对于科学的约束作用，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出“摄智归仁”的

观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包含了牟宗三先生对于道德与知识、内

圣与外王等多种关系的思考，对于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价值，是将儒家传统的道德论与西方近

代民主与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以上是就“良知坎陷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中的作用来说，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追问一个问题：

“良知坎陷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价值？笔者认为“良知坎陷说”对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的意义有以下两点： 
1. 与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贬斥态度不同，牟宗三先生以平和冷静的态度反思了中国文化的特

质，坚持“不崇外，不诋内”的态度，将科学与民主视为“共有之物”，而非西方独有，对于突破中西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首先需要

的就是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然后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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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良知坎陷说”试图实现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内在的、终极意义上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出发，通过道德理性的自我否定开出科学和民主，符合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基

本思路，值得我们共同学习和探讨。 
2. 从文化现代化发展自身来看，理性精神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10]，促进了民主与科学的

发展。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生命中缺少知识层面的理性，因此未能开出科学和民主，并提出“良知

坎陷说”，从本民族文化出发探索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他在开拓民族文化的外部视角的同时保留了本民

族文化的特质，并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内涵，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形态的构建。同时，牟宗三先

生的“良知坎陷说”也是对中西文化精神进行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他强调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并将其

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本根中，有助于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在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味的坚

守本民族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生命之根的基础上，广泛吸收

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创造出传统文化的新形态，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

贬低或拒斥自身的文化传统，以“西”为“先进”，容易陷入模仿和跟随的境地，失去文化自信和文化发

展的方向，最后走向本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随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如何提出中国文

化中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抛开“良知坎陷说”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具体

实现过程的缺失等方面不谈，“良知坎陷说”应当属于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意义的创新型理论。 

6. “良知坎陷说”的局限性 

6.1. 本体论层面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道德压倒知识”[11]，泛道德论阻碍了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迟迟未

能开出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宋明理学把“天理”、“良知”等作为世界的本原，并与“性”结合，构建

心性本体论，形成了泛道德论的形态。王廷相曾反省过文化发展出现的问题，指出天、地、人、物、幽、

明各有其理，世儒所说“一理”乃是偏执一方，遗漏了世间万理。王夫之对于《易传》中“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的解释也可以看出文化反思的意味。他认为“阴阳之相继也善，其未相继也不可谓之善”，

即是说“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张岱年先生在 30 年代提出了“一本多级”论，他把“理”二分为“普

遍的理”和“特殊事物的理”，认为“未有生物则无生物之理，未有人类则无人伦之理”[12]。这种“以

物为本”的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以心为本”的泛道德论，与中国传统的“万有众象皆属实在”是一致的。

把道德的“理”或“心”从世界的本原还原为人类社会的特殊之理，是中国哲学从泛道德论形态转入现

代形态的一个关键。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沿着“德性开出知识”的理论路径开展，强调“道德的优先性”，没有

跳出传统道德论的局限，在本体论层面依然延续了儒家的泛道德论传统。此外，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

陷说”存在理论前提上的缺失。首先，为什么认知主体要通过道德主体“坎陷”出来？道德主体与认知

主体本属于不同的领域，道德主体与认知主体的偏向不同，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层面，偏向的是个体修

养和社会伦理，而后者属于客观的知识层面，包含的是科学、数学和逻辑。两者的属性和发生机制存在

很大的差异，因此它们彼此之间的转化显得非常困难且没有必要；其次，“良知”怎么开出“科学”和

“民主”？“良知坎陷说”本质上还是坚持“道德本位”或“价值优先”的立场，偏向“价值主体”的挺

立，因此很难真的体现科学精神，开出独立的认知主体，并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6.2. 方法论的局限性 

6.2.1. 反传统的“自然二分法”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否认现象与本体相分离的“自然二分”，强调体用一源。牟宗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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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张由一“自由无限心”开出“两层存有论”，将本体界与现象界二分，遵循“以心为本”的思维模

式，无疑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论是孔子的仁学、孟子的心性论还是

张载的“大心说”、二程的道论等，无一不承认现象的真实性，这也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经久不衰、中国传

统文化没有陷入宗教一途的重要原因。牟宗三先生对“道德主体”(知体明觉)和“认知主体”(识心之执)
的区分与儒家的思想传统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6.2.2. “三统并建”的困难性 
“三统并建”理论本身具有矛盾性。虽然牟宗三先生提倡从良知中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

给予了科学知识以一定地位。但是，他在《政道与治道》中又提到中国没有出现科学是“超过的不能”，

而不是“不及的不能”。在《现象与物自体》中，牟宗三先生认为只有良知的“呈现”和“朗照”才是

“真谛”，而科学真理是“俗谛性的真理”[13]。这反映出牟宗三先生自身理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

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缺乏科学与民主精神，所以提出“良知坎陷说”以弥补这一缺失；另一方面，他

提出的“良知坎陷说”的根本立场仍然是道德本位主义，他主张科学由良知“坎陷”出来，把科学知识归

结为“现象界的存有”，没有给予科学知识与真理以恰当的解释，难以真正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性发展。 

7. 结语 

“良知坎陷说”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新儒学”发展的一个逻辑归结。虽然牟宗三先生在认识主体与

认识对象的生成方面的论证存在一些缺失和问题，但是他连接了存有论与认识论，在贯通中西哲学思想

方面挖掘出了新的深度。“良知坎陷说”的提出为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在划分

事实与价值两个世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融通，为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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